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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贸易自由化对消费污染的作用机理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生活二氧化硫

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消费污染的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

效应由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组成;环境规制越严格的国家或地区的消费侧肮脏品的消费

越少,其消费减排技术越高.实证研究显示:就生活二氧化硫而言,规模效应使我国的消费污染水平上升,技术

效应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使我国的消费污染水平下降,贸易总体上降低了我国的消费污染水平;中国不存在

生活二氧化硫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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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由投资驱动型经济全面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然而,正如吴明琴和袁嘉(２０１６)指出的

那样,消费驱动型经济并非就是环保的经济增长模式[１].消费如同生产,如果不加以管制和规范,同
样会产生环境污染问题.从２０１１年开始中国的消费污染就逐年增加.就生活垃圾而言,全国生活垃

圾清运量由２０１１年的１６３９５３万吨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１５２０９万吨① ,且在２０１１年之后全国生活垃

圾增长率一直大于工业固体废物增长率.全国生活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则由２０１１年的２００３９万吨上

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９６８７万吨② .全国生活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之比在２０１１年之后也一直呈上升

趋势,该比值在２０１１年为００９９３,在２０１５年高达０１９０７③ .全国主要城市生活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之比上升的幅度更显著,由２０１３年的０１４４２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０８０９７④ .
由此可知,我国全面进入消费驱动型经济以后,国内的消费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在经济全球化

不断深入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也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是提高还是降

低了我国的消费污染水平? 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我国贸易和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贸
易自由化影响我国消费污染的机制有哪些? 它们的具体表现怎样? 在当前我国消费驱动型经济中,
这些问题亟待解答.鉴于此,本文基于消费污染的特点构建理论模型,并把生活二氧化硫作为消费污

染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影响我国消费污染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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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有关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理论研究

Grossman和 Krueger(１９９１)首次提出生产领域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概念,并将其分为规模效

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２].Copeland和 Taylor(１９９４)用全微分的形式对环境效应进行了阐释[３].

Antweiler等(２００１)以生产可能性曲线和生产减排技术线为基础把生产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

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４].Copeland和 Taylor(２００４)则以 Antweiler等(２００１)的研

究为基础,分析了刚性和弹性环境政策下的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５].除此之外,Panayotou(２０００)还
提出了其他的环境效应:收入效应、产品效应和法规效应[６].Cherniwchan等(２０１６)从新新贸易理论

角度把技术效应进一步分解为企业内重新组织效应、企业市场份额效应、国内外包效应、企业进入或

退出市场效应、排污强度效应、离岸外包效应和公司层面溢价效应[７].

Hu和 Mckitrick(２０１６)提出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解[８].柯美高

(２０１９)以消费无差异曲线和消费减排技术线为基础把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

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并对它们进行了界定:规模效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贸易自由

化引起的消费规模扩张所导致的消费污染变化;结构效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贸易自由

化引起的消费结构改变所导致的消费污染变化;技术效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贸易自由

化引起的消费减排技术提高所导致的消费污染变化[９].
(二)关于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

关于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中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一是在计量模型中把结构效应区分为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和资本劳动比率引致的结构效应.

Antweiler等(２００１)在实证研究中用资本劳动比率代表直接结构效应,并以贸易强度分别与相对资

本劳动比率和相对人均收入的交互项为基础检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４].Cole和 Elliott(２００３)在
构建计量模型时也进行了同样的区分,并基于要素禀赋假说、污染天堂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对计量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了理论预测[１０].Hu和 Mckitrick(２０１６)在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消费领域

环境污染的影响时,也把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与资本劳动比率引致的结构效应进行了分离[８].
二是在实证分析中并不区分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和资本劳动比率引致的结构效应.这方面的研

究比较普遍.如Cole等(１９９８)在实证研究中用人均收入代表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并用单位产出的

污染强度变化代表结构效应[１１].而张连众等(２００３)用人均收入代表规模效应,用资本劳动比率代表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１２].相比之下,陈红蕾和陈秋峰(２００７)在计量模型中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

技术效应彻底分离,并分别用当年的 GDP、资本劳动比率和人均纯收入来表示[１３].尽管这些实证研

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区分了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但他们并没有在计量模型中把结构效应进

一步区分为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和资本劳动比率引致的结构效应.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有关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还未曾出现,并且

有关贸易自由化影响消费污染的实证文献非常少.除了 Hu和 Mckitrick(２０１６)的研究外[８],Davis
和Kahn(２０１０)研究了二手车贸易对墨西哥空气质量的影响,该文在多国框架下对贸易与消费污染问

题进行了研究.
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现有研究:第一,本文使用中国的数据对消费领域的“污染

天堂”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研究.第二,本文从理论角度证实贸易自由化对消费领域和生产

领域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不完全相同.Hu和 Mckitrick(２０１６)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贸易自由化对消费

领域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同于生产领域,但他们并没有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８].第三,本文研究了贸易

自由化对消费污染的影响,并通过区分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和资本劳动比率引致的结构效应进行机

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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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

目前有关消费污染和消费侧肮脏品的界定散见于相关文献中.如把消费污染看成是消费的副产

品[１５]或“排气管”污染[１６],而把消费侧肮脏品看成是在消费时产生污染物的产品[８].国内这方面的

研究与国外一致,如李召华(２００４)构建的产品差异减污模型就以产品消费排污为基础,包括汽车的尾

气、冰箱的氟利昂等[１７];柯美高(２０１９)把消费污染定义为产品被消费时排放的空气污染物[９].他们

所提到的消费污染都类似于“排气管”污染.本文把消费污染和消费侧肮脏品界定如下:消费污染是

指消费的副产品,也即与消费相关的污染,而且假设这些污染局限于所排放的区域内;消费侧肮脏品

是指在消费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产品,且假设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污染.
(一)基本假设

本文采用 Hu和 Mckitrick(２０１６)[８]以及 Antweiler等(２００１)[４]的模型框架.一个小型开放的国

家有 M 个相同的生产企业.它们利用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两种商品 X和 Y.两种生产要素为劳动L
和资本 K,其市场供给弹性为０,而且其市场成本分别为 w 和r.商品 X是消费侧肮脏品,消费排放

污染,但生产不排放污染.商品 Y是消费侧清洁品,生产和消费都不排放污染.另外,商品 Y是计价

物,假定其价格为１.商品X的国内相对价格为p,其在国际市场的相对价格为pw,假定:

p＝βpw (１)
式(１)中,β为测度贸易摩擦重要性的参数(并非贸易摩擦).当β＝１时,贸易摩擦为０.如果一

个国家出口商品X,那么０＜β＜１.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β从小于１的某个值逐渐趋向于１.如果

一个国家进口商品X,那么β＞１.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β从大于１的某个值逐渐趋向于１.
(二)模型推导

１．生产企业.假设产品X和产品 Y的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充

分就业,则:

p＝cX(w,r) (２)

１＝cY(w,r) (３)

K＝cX
rx＋cY

ry (４)

L＝cX
wx＋cY

wy (５)
由式(２)(３)(４)(５)可以得到产品X和产品 Y的总产量水平:

x＝x(p,K,L) (６)

y＝y(p,K,L) (７)
因此,生产企业的收入为:

R(p,K,L)＝px(p,K,L)＋y(p,K,L) (８)

２．消费者.假设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同质的,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i＝xγ
iy１－γ

i －λD (９)
式(９)中,xi 和yi 分别是第i个代表性消费者消费商品 X和商品 Y的数量.D为消费污染排放

量,即:

D＝∑N
ik(zi)xi (１０)

式(１０)中,N是消费者的数量.zi 是第i个消费者从其消费总支出中分拨给消费减污的比例.

k(zi)是第i个消费者消费单位商品X的排污强度,且k′(zi)＜０,k″(zi)＞０.这里不妨采用Copeland
和 Taylor(２００３)[１８]、Levinson和 Taylor(２００８)[１９]等的排污强度表达式:

k(zi)＝(１－zi)１/ε (１１)
式(１１)中,０＜ε＜１,ε值越大意味着排污强度越大,从而其对应的消费减排技术越低.

３．政府.政府管理者通过征收排污税τ来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此时,第i个代表性消费

者对每单位消费商品X实际支付的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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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p＋τk(zi) (１２)
假设政府征收的消费污染税全部返还给消费者,则第i个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为:

Ii＝(R＋τD)/N (１３)
不妨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c)的比例为η,其余的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则第i个

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p＋τk(zi)]xi＋yi≤ci(１－zi)＝ηIi(１－zi) (１４)
因此,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L＝xγ
iy１－γ

i －λD－μ[(p＋τk(zi))xi＋yi－ci(１－zi)] (１５)
由式(１５)的一阶条件得:

xi＝[γci(１－zi)]/[p＋τk(zi)] (１６)

yi＝(１－γ)ci(１－zi) (１７)

p/τ＝－k(zi)－(１－zi)γk′(zi) (１８)
由式(１１)和(１８)得:

k(zi)＝[ε/(γ－ε)][p/τ] (１９)

dzi/d(p/τ)＝ε/{(１－zi)[(１/ε)－１](１－γ/ε)} (２０)
不妨假设ε＜γ,也即排污强度大于零.此时dzi/d(p/τ)＜０,这意味着政府提高排污税率τ会促

使消费者从其消费总支出中分拨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消费减污.
该国国内商品X的消费量为国内商品X的产量x(p,K,L)减去商品X的贸易量,也即:

φx＝x(p,K,L)－ψx (２１)
如果ψx＞０,那么该国出口商品X;如果ψx＜０,那么该国进口商品X.由于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同

质的,所以该国国内商品X的消费量为:

φx＝Nxi＝[γC(１－zi)]/[p＋τk(zi)] (２２)
式(２２)中,C为该国国内消费总支出,即:

C＝Nci＝ηI＝η(R＋τD) (２３)
该国的总消费排污量为:

D＝k(zi)φx (２４)
联立式(１１)(２２)(２３)(２４)得:
{(１/η)(１/ε)[(εp)/(γ－ε)](１－ε)τε－(εp)/(γ－ε)}φx＝R(p,K,L) (２５)
联立式(１)(１１)(１８)(１９)(２２)(２４)得:

D＝(γ－ε)Ckε＋１/(βpw) (２６)
假设 G为该国消费束中商品X与商品 Y的数量之比,即 G≡x/y.联立式(１２)(１６)(１７)得:

G＝[γ/(１－γ)][１/pN] (２７)
联立式(１)(１２)(１９)(２６)(２７)得:

D＝(１－γ)Ckε＋１G (２８)
(三)命题总结与证明

根据上面的模型推导,本文可以得到两个重要命题.
命题１:如果一国环境规制越严格,那么该国消费侧肮脏品的消费越少,其消费减排技术越高.

同时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该国消费侧肮脏品的出口越多.因此,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成立.
证明:由式(２５)得:

φx＝R(p,K,L)/[１
η

１
ε

(εp
γ－ε

)
１－ε

τε－
εp

γ－ε
] (２９)

将式(２９)两边对τ求导得:

∂φx

∂τ＝－R(p,K,L)[１
η

(εp
γ－ε

)
１－ε

τε－１]/[１
η

１
ε

(εp
γ－ε

)
１－ε

τε－
εp

γ－ε
]２＜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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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３０)可知,排污税τ上升会减少商品 X的国内消费.由式(２０)可知dzi/d(p/τ)＜０,也即zi

上升,从而消费排污强度下降,消费减排技术上升.由式(２１)可知,在商品 X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该国

商品X的出口必然增加.因此,消费污染在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国家或地区更为严重,也即“污染天

堂”假说(PHH)适合于消费领域的环境污染.
命题２: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由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组成,没有

资本劳动比率引致的结构效应.贸易自由化对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不完全

相同.
证明:把式(２８)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

lnD＝ln(１－γ)＋lnC＋(ε＋１)lnk＋lnG (３１)
对式(３１)求全微分得:

D̂＝Ĉ＋(ε＋１)k̂＋Ĝ (３２)

其中,D̂＝dD/D,Ĉ＝dC/C,k̂＝dk/k,Ĝ＝dG/G.
式(３２)左边是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总环境效应;右边第一项是规模效应,即由消费规模变化导致

的消费污染水平变化;右边第二项是技术效应,即由消费减排技术变化导致的消费污染水平变化;右
边第三项是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即由消费品结构变化导致的消费污染水平变化.

Antweiler等(２００１)研究发现,生产领域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中的结构效应包括资本劳动比率

引致的结构效应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４];而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中的结构效应并不存在

资本劳动比率引致的结构效应.因此,贸易自由化对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不完

全相同.

三、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理论模型在实证中的应用

由本文的模型推导可知,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由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贸易引致的结

构效应组成,也即 D̂＝Ĉ＋(ε＋１)k̂＋Ĝ.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消费污染的衡量指标是生活二氧化硫.
由于二氧化硫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特别是煤炭的燃烧,所以目前我国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统计以生活煤炭消费量及其含硫量为基础,其计算公式为⑤ :
生活SO２ 排放量＝生活煤炭消费量×含硫量×０．８×２ (３３)
由式(３３)可知,在实证检验中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就是指生活二氧化硫的三个效应:
第一,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人们的消费活动增加,由此引起生活煤炭的

消费量增加,从而导致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因此,本文用人均消费支出来测度消费规模.
第二,技术效应.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人们从其消费总支出中分拨出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

消费减污.一方面,人们可以使用更多的资金购买更高效率的燃煤锅炉,从而使生活煤炭的消费量减

少;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在煤炭中掺杂一些廉价的粘合物(沥青、氧化钙、富含金属的黄土等)再燃烧,
使得煤炭中的硫元素燃烧后以硫酸盐的形式保留在煤炭灰中,从而减少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一

般来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增加.为了顺应人们的呼声,政府也随之制定

更严格的环境法规.然而,从贸易自由化引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到人们要求更高的环境质量,再到

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更高的消费减排技术,这个传递过程需要时间.因此,本文采用 Antweiler等

(２００１)的方法,使用滞后的人均 GDP作为技术效应的替代变量[４].
第三,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发生变化,

从而引起不同产品的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就能源需求而言,人们的生活消费会转向其他的能源,如含

硫量更少的无烟煤、石油天然气、更清洁的能源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导致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变化.
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主要由贸易自由化程度决定.另外,环境规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贸

９２１



易自由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更低的环境规制会促使更多的消费侧肮脏品的进口.由此可知,贸易引

致的结构效应以贸易自由化程度为主,同时环境规制也会与贸易自由化程度共同影响贸易引致的结构

效应.一般来说,人均收入相对高的国家或地区的环境规制更严格,而人均收入相对低的国家或地区的

环境规制更宽松,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往往用相对人均收入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４][８].因此,本文贸

易引致的结构效应除了使用贸易强度外,还使用贸易强度与相对人均收入的交互项.
(二)计量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ogEit＝b０＋b１consumeit＋b２lagiit＋b３(lagiit)２＋b４tradeit＋b５tradeit×lagriit＋εit (３４)
式(３４)中,下标i代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统称“省区”),下标t代表时间.logE是生活

二氧化硫人均排放量的对数;consume是人均消费支出,代表规模效应;lagi是滞后一期的人均GDP,
代表技术效应;trade是贸易强度;lagri是滞后一期的相对人均 GDP;εit是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把生活二氧化硫人均排放量作为消费污染的指标,主要基于以下考虑:(１)
生活二氧化硫是消费的副产品,主要来自煤炭的燃烧;(２)有很强的地区效应;(３)存在生活二氧化硫的

减排技术;(４)数据可获得.另外,本文采用生活二氧化硫人均排放量的log对数形式(以１０为底)作为

计量模型的因变量,这是因为它们的对数形式比较接近正态分布.生活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数据来自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区人口总量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规模效应(consume).consume表示中国各省区人均消费支出,各省区消费总支出和人口总

量数据均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２)技术效应变量(lagi).本文采用 Antweiler等(２００１)的方法,使用滞后一期的人均 GDP作为技

术效应的替代变量.各省区滞后一期GDP和人口总量数据均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３)贸易强度变量(trade).trade表示一个省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该省区经济中的地位,其计

算方法为:tradeit＝(EXit＋IMit)/GDPit.其中,EXit表示第i个省区在第t年的出口总额,IMit表示第

i个省区在第t年的进口总额,GDPit表示第i个省区在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所有数据均来自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３．其他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变量(lagri).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相对人均 GDP作为环境规制的替

代变量,即lagriit＝lagiit/lagmit.其中,lagiit表示第i个省区在第t年滞后一期的人均GDP,lagmiit表

示第t年各省区滞后一期人均 GDP的均值.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
另外,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数据是以实物形式统计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解释变量数据是

以货币形式统计的,会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本文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对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的人均消

费支出(consume)和滞后一期的人均 GDP(lagi)变量数据进行价格指数平减化处理.表１为全体变

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１ 全体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单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ogE log(千克) ４９６ ０．２４９ ０．４７２ －１．５９５ １．３６０

trade ——— ４９６ ０．３１０ ０．３７０ ０．０１５２ １．８７６

consume 万元 ４９６ ０．９０８ ０．５９３ ０．２１５ ３．８７２

lagi 万元 ４９６ １．６８０ １．１７８ ０．２５１ ６．０１４

lagri ——— ４９６ １ ０．５８２ ０．３１０ ３．６２５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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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辅助 Hausman检验表明基准回归应选择随机效应.表２是全国３１个省区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

及其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由表２第(１)栏可知:
第一,规模效应.人均消费支出(consume)的回归系数b１＝０．１８６９,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这

说明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随着人均消费支出(consume)的增加而增加.另外,在样本均

值处规模效应弹性大于零,且其值为０．１６９７.由此推断,规模效应大于零,即消费规模增加使我国生

活二氧化硫人均排放水平上升,且其对消费污染的影响较大.
第二,技术效应.滞后一期人均 GDP(lagi)的回归系数b２＝－０．１０１２,显著水平为５％.其平方

项(lagi)２的回归系数b３＝－０．０１７０＜０,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另外,在样本均值处技术效应弹性

值为－０．１７００＜０.由此推断,技术效应小于零,也即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环境规制的逐步严

格,消费者会分拨越来越大比例的消费支出用于消费减污,从而导致消费排污强度下降.另一方面,
由于倒 U型曲线的拐点lagi∗ ＝－b２/２b３＝－２．９７６５,也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没有经济意义,所以,就
生活二氧化硫而言,中国并不存在倒 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表２ 全国３１个省区模型估计结果及其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

变量

基准回归

logE

(１)

稳健性检验

固定效应 替换变量

(２) (３)

内生性———工具变量

IVＧ２SLS IVＧGMM

(４) (５)

consume ０．１８６９∗∗

(０．０７２８)
０．１７３３∗∗

(０．０７３６)
０．１６０２∗∗

(０．０６９４)
０．３２３７∗∗∗

(０．０９２２)
０．３０１８∗∗∗

(０．０８３６)

lagi －０．１０１２∗∗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９２８∗∗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４３４)
－０．１５２０∗∗∗

(０．０４６７)
－０．１４５２∗∗∗

(０．０４１７)

(lagi)２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０５７)

trade －０．６６９３∗∗∗

(０．１２０４)
－０．６１７７∗∗∗

(０．１２３７)
－０．５８２０∗∗∗

(０．１２５１)
－０．７４７４∗∗∗

(０．１２５０)
－０．７００６∗∗∗

(０．１２１４)

trade×lagri ０．２９６６∗∗∗

(０．０４９２)
０．２７３９∗∗∗

(０．０５０５)
０．２３７４∗∗∗

(０．０５０６)
０．３２８１∗∗∗

(０．０５１５)
０．３０８４∗∗∗

(０．０４７４)

常数项 ０．３８６０∗∗∗

(０．０７９３)
０．３８１９∗∗∗

(０．０３４４)
０．３８８０∗∗∗

(０．０３４３)
０．３６９７∗∗∗

(０．０７９５)

N ４９６ ４９６ ４９６ ４９６ ４９６
RＧsq ０．２７５６ ０．２７６０ ０．２７９７ ０．２７０３ ０．２７０９
辅助 Hausman检验 ０．４９３５ ０．４９３５ ０．０００１
FＧtest ３５．０７１０∗∗∗ ３５．７１６１∗∗∗

Underidendificationtest
(KleibergenＧPaaprkLM)

３９．８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３８５
[０．００００]

Weakidendificationtest
(KleibergenＧPaaprkWaldF)

１７４．０３４
{７．７７}

７０．９１４
{７．７７}

规模效应弹性 ０．１６９７∗∗

(０．０６６１)
０．１５７３∗∗

(０．０６６８)
０．１４５５∗∗

(０．０６３０)

技术效应弹性 －０．１７００∗∗

(０．０６７２)
－０．１５５８∗∗

(０．０６８２)
－０．１４７５∗∗

(０．０６６８)

贸易强度弹性 －０．２０７６∗∗∗

(０．０３７４)
－０．１９１６∗∗∗

(０．０３８４)
－０．１８０５∗∗∗

(０．０３８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弹性值是使用Delta方法在样本均值处的估计值.小括号内的值表
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中括号内的值表示 KleibergenＧPaaprkLM 统计量的p值;大括号内的值表示StockＧYogo检验１０％水平的临
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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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这里引入“平均值省区”的概念.所谓“平均值省区”是指历年的人

均GDP、人均消费支出和贸易强度等经济指标都为全国平均值的省区.虽然这样的省区并不真实存

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全国整体的情况.“平均值省区”的相对人均 GDP为１,也即lagri
＝１.所以,就“平均值省区”而言,其贸易强度弹性的符号就代表了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的正负.由

表２第(１)栏可知,在样本均值处贸易强度的弹性为－０．２０７６.由此推断,“平均值省区”贸易引致的

结构效应小于零,即结构效应总体上降低了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水平.
另外,贸易强度(trade)的回归系数b４＝－０．６６９３＜０,这意味着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

与贸易强度负相关.贸易强度和相对人均 GDP的交互项(trade×lagri)的回归系数b５＝０．２９６６＞０,
这意味着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与贸易强度和相对人均 GDP的交互项(trade×lagri)正相

关.由此推断,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与相对人均 GDP(lagri)负相关.因此,就生活二氧

化硫而言,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PHH)在中国成立.这进一步证实了命题１.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

１．稳健性检验.(１)改变计量方法.本文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替换随机效应回归来检验表２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２第(２)栏.比较表２第(２)栏和第(１)栏可知,所有解释变量的回

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完全一样,其值变化不大.另外,规模效应弹性、结构效应弹性和贸易强度弹

性的符号和显著性都完全一样,其值变化也不大.由此可见,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２)改变技术效

应和环境规制的测度方法.本文通过改变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的测度方法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将滞后二期的人均GDP作为技术效应的替代变量,同时将滞后二期的相对人均GDP作为环境

规制的替代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２第(３)栏.比较表２的第(３)栏和第(１)栏可知,回归系数的符

号和显著性完全一样,规模效应弹性、结构效应弹性和贸易强度弹性的符号和显著性也没有变化,且
它们值的变化幅度都非常小.由此可见,本文的结论稳健.

２．内生性分析.尽管基准回归结果基本比较稳健,但仍然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潜在的

内生性来自三方面: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双向因果关系.首先,煤炭资源丰富或靠近产区的地方,居
民煤炭消费比重会较高,从而生活二氧化硫排放相对较高.另外,环境气候等因素也会影响生活二氧

化硫的排放.因此,要素禀赋、地理位置、环境气候等因素可能是遗漏变量.其次,生活二氧化硫排

放、消费支出和 GDP的测量误差可能导致偏误.最后,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与贸易强度之间可能存

在双向因果关系.
本文采用 White(１９８０)提出的一般检验方法对异方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０．００００,即拒

绝同方差的原假设.在异方差情况下,Hausman内生性检验失效,此时应使用 DavidsonＧMackinnon
(１９９３)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对规模效应(consume)、技术效应(lagi)及其平方项(lagi)２检验

的P值均为０．００００,即拒绝外生变量的原假设.
本文用规模效应的滞后项作为规模效应的工具变量.同时用滞后的人均 GDP及其平方项分别

作为技术效应变量及其平方项的工具变量.表２第(４)栏和第(５)栏分别是IVＧ２SLS和IVＧGMM 的

估计结果.KleibergenＧPaaprkLM 统计量的p值为０．００００,强烈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

设.KleibergenＧPaaprkWaldF统计量也都大于StockＧYogo检验１０％水平的临界值,也即拒绝“工
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比较表２第(４)栏、第(５)栏和第(１)栏可知,在不同回归中所有解释变量回

归系数的符号完全相同,显著性也基本一致.因此,表２第(４)栏和第(５)栏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

本文的结论.

五、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一)各省区贸易强度弹性

首先,本文把全国３１个省区都分别赋予不同代码:安徽(anhu)、北京(bj)、重庆(cq)、福建(fuji)、
甘肃(gans)、广东(guad)、广西(guax)、贵州(guiz)、海南(hain)、河北(hebe)、黑龙江(helj)、河南(h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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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湖北(hube)、湖南(huna)、江苏(jias)、江西(jiax)、吉林(jili)、辽宁(lini)、宁夏(ninx)、内蒙古

(nmgu)、青海(qinh)、山西(saxi)、上海(sh)、山东(shad)、陕西(shex)、四川(sich)、天津(tj)、新疆

(xinj)、西藏(xiza)、云南(yunn)、浙江(zhej).然后,本文在Stata软件中分别求出每个省区的贸易强

度弹性(四川省和河北省除外)⑥ .最后,本文利用各省区相对人均 GDP数据和贸易强度数据在

Stata软件中生成图１,图１中每个点代表相应省区的贸易强度弹性.
由图１可知,我国相对人均GDP较低的省区的贸易强度弹性更大,而相对人均GDP较高的省区

的贸易强度弹性更小,也即总体上我国各省区贸易强度弹性与相对人均 GDP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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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省区贸易强度弹性与相对人均收入

　　(二)“要素禀赋”假说(FEH)与“污染天堂”假说(PHH)的适用性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模式的因素不是环境政策,而是要素禀赋或技术

因素.不管环境政策是严格还是宽松,资本丰裕的国家或地区总是趋向于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因为

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污染性更大,且资本丰裕的国

家或地区往往也是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所以,当贸易强度的增长率相同时,更富裕国家或地区

环境污染的增长率更大,也即其贸易强度弹性更大.相反,贫穷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会下降,也即

其贸易强度弹性小于零;且一个国家或地区越贫穷,其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的幅度越大,从而其贸易强

度弹性越小.因此,更富裕的国家或地区的污染水平更高,其贸易强度弹性更大,而更贫穷的国家或

地区的贸易强度弹性更小,也即贸易强度弹性与相对人均收入正相关,如图２中的FEH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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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要素禀赋”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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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或地区的污染成本低,从而吸引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

产.而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低,所以贫穷的国家或地区也是环境污染严重

的国家或地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逐步出台更严格的环境法规,从而使得污染密集型产

业纷纷转移到更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当贸易强度的增长率相同时,更贫穷的国家或地区环境污染的

增长率更大,也即其贸易强度弹性更大.相反,富裕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会下降,也即其贸易

强度弹性小于零;且一个国家或地区越富裕,其环境法规越严格,其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的幅度越大,从
而其贸易强度弹性越小,也即贸易强度弹性与相对人均收入负相关,如图２中的PHH 所示.因此,
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就成为环境污染的“避难所”或“污染天堂”.

由命题１可知,“污染天堂”假说适用于消费领域的环境污染.这是因为更高的消费污染税提

高了消费侧肮脏品 X相对于消费侧清洁品 Y的价格,从而减少商品 X的消费,增加商品 Y 的消

费.最终导致商品 X更多地出口到环境规制更宽松、收入水平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因此,更贫穷

的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污染水平更高,其贸易强度弹性更大.而“要素禀赋”假说并不适用于消费领

域的环境污染.这是因为要素禀赋主要形成生产领域的比较优势,而对消费领域并不会产生直接

影响.
表２第(１)栏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就生活二氧化硫而言,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成立.由图

１可以看出,我国地区贸易强度弹性与相对人均收入负相关,同样支持“污染天堂”假说.这与 Hu和

McKitrick(２０１６)对消费领域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８],而与 Antweiler等(２００１)对生产领域

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４]⑦ .因此,“污染天堂”假说适用于消费领域的环境污染,而“要素

禀赋”假说并不适用.这说明贸易自由化对消费领域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同于生产领域.
(三)总环境效应评估

Antweiler等(２００１)认为一个国家的 GDP和 GNP很接近,从而规模和技术的增长率近似相

等[４].因此,规模效应弹性和技术效应弹性可以直接加总,但是贸易强度弹性不能直接加总.其判断

准则是:(１)如果规模效应弹性和技术效应弹性加总值大于(或小于)零,且贸易强度弹性也大于(或小

于)零,那么,贸易的总环境效应大于(或小于)零;(２)如果规模效应弹性和技术效应弹性加总值大于

(或小于)零,而贸易强度弹性小于(或大于)零,那么,贸易的总环境效应无法判断.
在本文的研究中,消费规模是人均消费支出,它占人均 GNP的比例固定不变(本文理论模型

推导的假设).滞后的人均 GDP是技术效应的替代变量.因为一个省区的 GDP和 GNP很接近,
所以本文的规模效应弹性和技术效应弹性可以直接加总.由表２第(１)栏可知,规模效应弹性和

技术效应弹性的加总为:０．１６９７－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３,而贸易强度弹性为－０．２０７６.因此,贸易降

低“平均值省区”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水平,也即总体上贸易使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

水平下降.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贸易自由化影响消费污染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

验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生活二氧化硫人均排放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１)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

境效应由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组成,不存在资本劳动比率引致的结构效应.因

此,贸易自由化对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不完全相同.(２)如果一国环境规制越严

格,那么该国消费侧肮脏品的消费越少,其消费减排技术越高.同时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该国消费

侧肮脏品的出口越多,因此,消费污染在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国家或地区更严重.实证研究发现:(１)
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水平与滞后一期的相对人均GDP负相关,我国各省区贸易强度弹性与

相对人均 GDP也负相关.由此可知,就生活二氧化硫而言,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成立.
(２)在我国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中,规模效应大于零,即消费规模增加会使我国生活二氧

４３１



化硫的人均排放水平提高;技术效应小于零,即消费减排技术有助于降低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

放水平;“平均值省区”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小于零,也即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总体上使我国生活二氧

化硫的人均排放水平下降.(３)我国不存在生活二氧化硫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长期来看,贸易自

由化总体上降低了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水平.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制定有关生活二氧化硫排放的环境政策,降低我国消费污染水平.本文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均表明,就生活二氧化硫而言,消费领域“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成立.这一方面说明我

国各地区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水平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减排可以通过

实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来实现.由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水平远远低

于工业二氧化硫,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并不存在对生活二氧化硫进行直接管控的政策措施.然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越来越接近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在２０１６年

和２０１７年,我国主要城市生活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之比分别达到０．６０１４和０．８０９７⑧ .因此,对
生活二氧化硫排放进行直接管控势在必行.鉴于此,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加快制定针对生活二

氧化硫排放的环境政策和措施,缩小我国各地区间生活二氧化硫排放的差距,从而降低我国生活

二氧化硫的排放水平.
第二,调整相关能源产品的对外贸易政策,降低规模效应并增强结构效应.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

显示,在我国消费领域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中,规模效应大于零,结构效应小于零.因此,在贸易自

由化背景下我国生活二氧化硫减排的首要任务就是降低规模效应并进一步增强结构效应.降低我国

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水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减少生活煤炭的总消费量;二是燃烧含硫量更

少的优质煤炭.因此,我国政府应该调整有关能源产品的对外贸易政策:一方面鼓励进口更多的含硫

量少的无烟煤,并对国内优质煤炭的出口实施限制措施;另一方面进一步为其他化石能源和新能源的

进口提供便利条件.这不但可以使我国居民生活消费使用的能源转向其他化石能源或新能源,从而

减少我国生活煤炭的总消费量,而且还可以促使居民优质煤炭消费比例上升.这既降低了规模效应,
又增强了结构效应,从而大幅减少我国生活二氧化硫的排放.

第三,制定适合消费污染特点的环境政策,不能照搬只对生产污染有效的政策措施.贸易自由化

对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不完全相同,对治理生产领域环境污染有效的政策措施

并不一定能很好地治理消费领域环境污染.基于此,政府应制定适合消费污染特点的环境政策,不能

盲目照搬只对生产污染有效的治理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降低我国的消费污染水平.

注释:

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③根据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来.
④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来.
⑤式(３３)是根据２０１１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第３０３页有关生活及其他SO２ 统计基础说明的一个公式稍作修改而来,该原始公

式为:生活及其他SO２排放量＝生活及其他煤炭消费量×含硫量×０．８×２.
⑥四川省和河北省数据异常.
⑦Hu和 McKitrick(２０１６)发现一氧化碳的贸易强度弹性与当期的相对人均收入呈负向关系,与滞后的相对人均收入也呈负向关

系,二者均支持“污染天堂”假说.Antweiler等(２００１)发现,对于生产领域二氧化硫的排放,其贸易强度弹性与相对人均收入之间存
在比较弱的正向关系,支持“要素禀赋”假说.

⑧数据来源:作者根据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我国主要城市生活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原始数据计算
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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